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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保护东道国
人权的系统解释路径剖析
*
张金矜＊＊
摘 要 近年来，投资者保护与东道国人权保护之间的冲突愈发明显。《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第 31． 3c 条因具有系统整合功能而被视为化解投资者保护与东道国人权保护之冲突的重要
工具。既有投资仲裁实践中第 31． 3c 条之适用呈现出三种进路: 协调解释东道国义务冲突，澄
清解释投资待遇标准和补缺解释投资者人权义务。其中，后两种适用进路更有可能实现对东
道国人权的保护。有鉴于此，东道国在未来的投资仲裁抗辩中，可以通过适用第 31． 3c 条澄清
解释投资者享有的待遇标准，正当化东道国的规制措施，从而间接实现对东道国人权之保护;
也可以在反请求中适用第 31． 3c 条补缺解释投资者承担的人权义务，从而更为主动地维护其境
内居民的人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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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国际投资领域中的东道国人权保护问题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近年来，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
居民的水权、公共健康权、环境权和原住民权利等造成的种种负面影响，愈发获得国内外学者的广
泛关注。就国际投资仲裁对东道国人权保护不周问题，既有研究提出的因应之策主要有二: 一是条
约革新路径，即通过修订现有投资条约或重新缔结投资条约，纳入与东道国人权保护相关的条款①;
二是系统解释路径，即在解释投资条约过程中，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
＊＊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际法治理念下中国在非投资的法律保护机制研究”( 课题批注号: 15AFX024)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 2016 级博士研究生。
例如，隽薪:《将人权纳入投资规则: 国际投资体制改革中的机遇与挑战》，载《环球法律评论》2016 年第 5 期，
第 179—192 页; 孙玉凤:《双边投资条约下的人权保护与革新》，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14 年第 1 期，第 397—313 页;
谢宝朝、张淑梅:《国际投资法中的人权保护问题研究———以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为视角》，载《国际商务研究》2013 年第
189 期，第 63—74 页; Megan Wells Sheffer，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 Friend or Foe to Human Ｒights，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Policy，Vol． 39，2011，pp. 483—522; Jan Wouters，Nicolas Hachez，When Ｒules and Values
Collide: How Can a Balanced Application of Investor Protection Provisions and Human Ｒights Be Ensured?，Hum． Ｒts． ＆ Int’
l Legal Discourse，Vol． 3，2009，pp. 301—348。
30 国际经济法学刊 2019 年第 3 期
Law of Treaty，VCLT) 第 31． 3c 条“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尚有:……( c) 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
何有关国际法规则”，纳入相关的人权考量。② 虽然条约革新路径被视为整合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
人权利益最为直接且有效的方案，但是投资条约的应世修订或重新谈判往往迁延日久，加上人权之
政治敏感性以及各国对人权问题的基本认知歧见纷呈③，条约革新路径短期之内殊难实现。相比之
下，系统解释路径通过较小的系统内部调整，更有可能为投资仲裁考虑东道国人权利益创设现实空
间，从而在纾解东道国人权关切方面产生即时效果。④
此外，当前关于以条约革新路径整合投资与人权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⑤，但并未认真对待国
际投资仲裁中的系统解释路径。学界对于 VCLT 第 31． 3c 条之于国际法的意义褒贬不一，两极分
化: 支持者将其视为“国际法之家的万能钥匙”⑥，并认为该条款“在国际法律体系中具有宪法规范
的地位”⑦; 反对者则指责该条款的“系统解释功能可能会带来混乱”⑧。即便肯定 VCLT 第 31． 3c 条
具有整合投资与人权作用的学者，要么对该条款之功能一笔带过⑨，要么聚焦于该条款适用的学理分
析瑏瑠，少有研究从投资仲裁实践层面分析 VCLT 第 31． 3c 条在保护东道国人权中的适用路径。理论
上，VCLT 第 31． 3c 条系统解释功能的实现存在多种进路，包括参考国际法澄清含义( 本文称之为澄
清解释) ; 参照一般国际法填补条约中的法律空白( 本文称之为补缺解释) ; 解决不同条约中的义务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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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Bruno Simma，Foreig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 Place for Human Ｒights，Th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Vol． 60，2011，pp. 584—591; Karsten Nowrot，How to Includ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Human Ｒights and
Sustain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J． World Investment ＆ Trade，Vol． 14，2014，pp. 624—628．
See Bruno Simma and Theodore Kill，Harmonizing 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Ｒights: First Steps
Towards A Methodology，in Christina Binder，Ursula Kriebaum，August Ｒeinisch，Stephan Wittich ( ed． )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for the 21st Century: Essays Honour of Christoph Schreu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 679—707;
Monica Feria-Tinta，Like Oil and Water? Human Ｒights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n the Wake of Philip Morris v． Urugua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Vol． 34，2017，pp. 601—630; 黄世席:《国际投资争端中投资规则与人权规则适用的
冲突与挑战》，载《当代法学》2018 年第 4 期，第 131 页。
Stephan W． Schill and Vladislav Djanic，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Community Interests，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Online Proceedings Working Paper No． 2016 /01，p. 14．
参见注①。
薛捍勤女士在国际法委员会关于 VCLT 第 31． 3c 条的讨论中，提出“VCLT 第 31． 3c 条是‘国际法之家的万能
钥匙’，即一旦发生系统性问题，包括两个或多个规范之间存在不一致、冲突或者重复，并且没有其他解释工具能够提
供解决办法，那么总是可以诉诸这一条款合理地解决问题”。See Ｒ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inalized by Martti Koskenniemi，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CN． 4 /L． 682) ，2006，para． 420．
Campbell McLachlan，The Principle of Systemic Integration and Article 31 ( 3 ) ( c )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Vol． 54，2005，p. 280．
例如 Diane Desierto 教授就曾表示，担心系统解释会以参照完全不同领域法律的方式，允许条约解释的过度扩
张和 非 法 实 践。 See Desierto，A． Diane，Necessity and National Emergency Clauses: Sovereignty in Modern Treaty
Interpretati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12，pp. 230—231． 再如已故的 Thomas Wlde 教授，甚至直接对国际法委员
会的系统整合项目表示质疑，认为可以将国际法的碎片化解读为国际法的专业化，而国际法不同领域之间的“互相滋
养”( cross-fertilization) 很容 易 变 为 彼 此 间 的“互 相 阻 碍” ( cross-blockage ) 。See Gaffney，John P． ，Going to Pieces
Without Falling Apart: Wlde’s Defence“Specialisation”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vestment Treaties，in Jacques Werner ＆
Arif Hyder Ali ( ed． ) ，A Liber Amicorum: Thomas Wlde -Law Beyond Conventional Thought，CMP Publishing，2009，p. 59．
例如黄世席，同注②引文，第 131 页。
See Bruno Simma and Theodore Kill，supra note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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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 本文称之为协调解释) ; 考虑国际法的发展等。瑏瑡 这些进路的实现均有助于提高国际法规则体
系的一致性瑏瑢，然而它们能否得以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争端解决机构的自由裁量权瑏瑣，因此有必要
考察投资仲裁实践，探寻有利于实现东道国人权保护的系统解释路径。
有鉴于此，本文在考察既有国际投资仲裁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东道国、法庭之友和仲裁庭明
示或默示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保护东道国人权的三种不同进路; 并结合仲裁裁决对每一进路展开
可行性分析，探究在投资仲裁中应如何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才能使之在保护东道国人权利益中
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二、协调解释: 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整合东道国义务冲突
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进行协调解释是指，根据该条款的系统整合功能，理论界、国际法委员会
和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均将其视为调和不同国际法渊源下平行义务或冲突义务的重要潜在工具。瑏瑤
正因如此，理论界对于投资仲裁庭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引入“相关国际人权规则”协调解释东道国
的投资保护义务与人权保护义务，避免两者冲突，保护东道国人权抱有较高期待。有学者就提出，
在涉及水权的国际投资仲裁中，仲裁庭可以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解释投资条约中“征收”或“公平
和公正待遇”(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FET) 等条款，将东道国肩负的保护居民水权之国际人
权义务纳入考虑，裁定东道国为履行该人权义务而采取的规制措施不违反其在投资条约下的义
务，从而实现对东道国居民水权的保护。瑏瑥 然而，既有仲裁案例和 VCLT 第 31． 3c 条的基本原理表
明，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协调解释东道国的义务冲突在实践中很难成功实现保护东道国人权之
目的。
( 一) 协调解释东道国义务冲突之仲裁实践
协调解释东道国义务冲突的仲裁实践主要体现在阿根廷经济危机时期的若干投资争端之中，
本文以此为例进行分析。2002 年，阿根廷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而颁行的《公共紧急状态法案》及采
取的若干“国有化”措施使外国投资者蒙受较大的经济损失。阿根廷因此成为“众矢之的”，被投资
者诉诸国际投资仲裁的案件数量近 60 起。瑏瑦 其中，在几起涉及“公共服务”特许经营合同的案件中，
阿根廷及法庭之友明示或默示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引入相关国际人权规则，要求投资仲裁庭协调
解释东道国的人权保护义务和投资保护义务，并主张东道国为履行人权义务可以采取忽略双边投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Ｒichard Gardiner，Treaty Interpretation，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p. 293—303．
Tarcisio Gazzini，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Hart Publishing，2016，pp. 210—213．
Ｒumiana Yotova，Systemic Integration: An Instrument for Ｒeasserting the State’s Control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Faculty of Law Ｒesearch Paper No． 37 /2017，2017，p. 3．
Ｒichard Gardiner，supra note 瑏瑡，p. 301． 例如欧洲人权法院在 Al-Adsani v． United Kingdom 等案的裁决中即存
在相关实践，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协调解释《欧洲人权公约》第 6 条和与相关国家豁免规则间的冲突。See Al-Adsani
v． United Kingdom，ECHＲ App No 35763 /97，Judgment，2001，para． 55; Fogarty v． United Kingdom，ECHＲ App No
37112 /97，Judgment，2001，para． 35; and McElhinney v． Ireland，ECHＲ App No 31253 /96，Judgment，2001，para． 36．
参见张光:《论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水权危机及其应对》，载《河北法学》2010 年第 10 期，第 96 页。
ICSID Cases，at https: / / icsid． worldbank． org /en /Pages /cases /searchcases． aspx． ，Feb． 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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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条约(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 义务的行为，进而保障危机中阿根廷居民基本人权的实现，
然而仲裁庭的裁决并未如其所愿。
阿根廷在 Azurix Corp v． Argentina 案中提出，BIT 和保护消费者权利的人权条约之间存在冲突。
阿根廷聘请的 Solomoni 博士在专家意见中指出，BIT 和人权条约之间的冲突必须以有利于人权的方
式解决，因为消费者的公共利益必须优先于投资者的私人利益。瑏瑧 然而仲裁庭认为，阿根廷并未充
分论证投资条约与人权条约之间的冲突，仲裁庭不能理解东道国在两条约下义务的不一致性。瑏瑨 在
Siemens v． Argentina 案中，阿根廷主张，考虑到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若其保护投资者的财产权，
就构成对国际人权法的违反。与前案相同，仲裁庭同样认为阿根廷没有充分论证这一观点，并指出
在当事方没有对论点作进一步阐述和证实的情况下，该论点不能被视为与案情相关。瑏瑩 在 Sempra
v． Argentina 案中，阿根廷同样以其对居民负有的人权义务作为抗辩理由，然而仲裁庭认为争端当事
方提出的，投资条约、紧急状况、东道国居民人权及投资者财产权之间的复杂关系并非本案要处理
的真正问题，因此并未予以分析。瑐瑠
在随后的 Suez v． Argentina 案中，阿根廷抗辩称，其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保障本国居民的水权，
仲裁庭在判断其是否违反投资条约下的 FET 等义务时，必须考虑阿根廷采取措施的背景，其中包括
其对居民负有的水权义务。瑐瑡 与此同时，由 5 个非政府组织构成的法庭之友，向仲裁庭提交意见书，
主张阿根廷对于供水和排污系统采取的措施是合理的，否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数百万人口将因无
法负担水费而不能享受供水服务，有违阿根廷的国际人权义务。法庭之友意见书中明确提及 VCLT
第 31． 3c 条，强调该条款“体现了国际法体系的系统整合原则……通过适用该解释原则，人权法可以
为 BIT 中的待遇标准增添色彩和质感。此外，如果投资条约条款的性质是开放的( 如 FET 标准) ，那
么系统解释的适用尤为恰当……事实上，对投资规则的某些解释若导致东道国的‘监管寒蝉’，可能
会削弱国家履行人权义务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协调解释可促进人权法和投资法之间的规范
性对话、交融和相互支持”瑐瑢。然而，仲裁庭在裁决中并没有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引入人权法协调
解释投资条约中的待遇标准。相反，仲裁庭认为，阿根廷所主张的其对居民获得水权的义务优先于
其在投资条约下的义务并不存在法律基础; 这两种义务在本案中并非相左、矛盾或排斥，阿根廷需
要同时遵守人权义务和投资条约义务。瑐瑣
在接下来的 EDF v． Argentina 案中，阿根廷在抗辩中主张，投资条约规定的义务不能贬损人权
条约规定的义务，因此对于投资条约的解读和释义应该符合旨在促进尊重人权的国际准则。阿根
廷同时认为，其欲保护的居民权利源于联合国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1966 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瑐瑡
瑐瑢
瑐瑣
Azurix Corp． v． The Argentine Ｒepublic，ICSID Case No． AＲB /01 /12，Award ( 2006) ，para． 254．
Id． ，para． 261．
Siemens v． Argentina，ICSID CASE No． AＲB /02 /8，Award ( 2007) ，para． 79．
Sempra Energy International v． The Argentine Ｒepublic，ICSID Case No． AＲB /02 /16，Award ( 2007) ，para． 332．
Suez，Sociedad General de Aguas de Barcelona S． A． ，and InterAguas Servicios Integrales del Agua S． A． v． The
Argentine Ｒepublic，ICSID Case No． AＲB /03 /17，Decision on Liability，para． 232．
Suez，Sociedad General de Aguas de Barcelona S． A． ，and InterAguas Servicios Integrales del Agua S． A． v． The
Argentine Ｒepublic，ICSID Case No． AＲB /03 /17，Amicus Curiae Brief of 4 April 2007，para． 13． Cited from Daniel
Ｒosentreter，Article 31 ( 3) ( c)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nd the Principle of Systemic 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Arbitration，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Baden-Baden，2015，p. 343．
Suez，Sociedad General de Aguas de Barcelona S． A． ，and InterAguas Servicios Integrales del Agua S． A． v． The
Argentine Ｒepublic，ICSID Case No． AＲB /03 /17，Decision on Liability，para．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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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国际公约》、1989 年《儿童权利公约》以及 1969 年《美洲人权公约》，这些载于多边人权文件的权
利都具有不可克减性，因而等同于强行法。瑐瑤 在裁决中，仲裁庭特意就人权问题进行分析，指出其并
未质疑人权在国际投资法方面的潜在意义或相关性; 但是即便危机期间阿根廷规制外资的措施包
含某种政治智慧，并无迹象表明阿根廷无法在危机之后纠正这种被紧急措施破坏的经济平衡，重新
遵守投资条约的规定。瑐瑥
上述案例表明，VCLT 第 31． 3c 条在投资仲裁实践中并未实现协调解释东道国人权义务与投资
义务冲突的预期效果。虽然东道国和法庭之友始终强调仲裁庭在解释投资条约时不能违背东道国
的人权义务，仲裁庭也承认人权法对投资条约解释的潜在相关性，但是仲裁庭并没有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协调东道国投资保护义务与人权保护义务之间的矛盾。仲裁庭要么主张两种义务之间不
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要么声称东道国没有充分阐释论点。因此，仲裁庭对于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协调解释义务冲突( 至少是东道国人权保护义务和投资保护义务之冲突) 持回避态度。
( 二) 协调解释东道国义务冲突难以实现之原因
本文以为，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协调解释东道国义务冲突因下列原因而难以实现，这也导致
投资仲裁庭对此种做法持回避态度。一方面，东道国和法庭之友意图借助 VCLT 第 31． 3c 条引入国
际人权规则，强调东道国所承担的人权义务高于投资条约明确规定的投资保护义务，本身就已违背
VCLT 第 31． 3c 条的适用原理，既不符合条约解释的善意原则，也没有考虑到投资条约缔约方的意
图。瑐瑦 就 VCLT 第 31． 3c 条而言，参照“相关国际法规则”进行解释的目的，并不是使待解释的条款
服从于这些“相关国际法规则”的范围和效果，而是参照后者来澄清前者的内容。瑐瑧 也就是说，VCLT
第 31． 3c 条虽然要求将具体条款放在整个国际法规则体系中进行解释，但是这种解释路径的重心最
终仍需落在待解释的具体条款上，而不能游离于待解释条款之外，落入其他国际法规则上，以致改
写甚至推翻待解释条款中的义务。仲裁庭在新近 Vattenfall AB v． Germany 案裁决中也重申了第
31． 3c 条这一适用原理。瑐瑨 有鉴于此，阿根廷案仲裁庭既没有也不能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作出符
合对于东道国和法庭之友期待的协调解释，而是以不同理由排除东道国人权义务与案件的相关性，
重点关注东道国在投资条约下的义务。
另一方面，即便仲裁庭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进行系统解释也无法协调东道国的义务冲突。其
一，VCLT 第 31． 3c 条本身无法确定待解释条约与“相关国际法规则”之间的位阶瑐瑩; 如果“相关国际
法规则”涉及强行法，那么就不是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的问题，而应适用 VCLT 第 53 条或第 64 条
瑐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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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F International S． A． ，SAUＲ International S． A． and León Participaciones Argentinas S． A． v． Argentine
Ｒepublic，ICSID Case No． AＲB /03 /23，Awards ( 2012) ，paras． 192—193．
Id． ，paras． 909—914．
Ｒumiana Yotova，Systemic Integration: An Instrument for Ｒeasserting the State’s Control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Faculty of Law Ｒesearch Paper No． 37 /2017，2017，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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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ttenfall AB and Others v． Federal Ｒepublic of Germany，ICSID Case No． AＲB /12 /12，Decision on the Achmea
Issue ( 2018) ，para． 154．
参见冯寿波:《论条约解释对国际法体系的维护———以 VCLT 第 31． 3 条( c) 项为例》，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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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待解释条约无效。瑑瑠 正如 Daniel 教授所言，虽然 VCLT 第 31． 3c 条被喻为“打开国际法大门的
万能钥匙”，但是否要开门或者要打开哪扇门仍取决于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自由裁量权。瑑瑡 具体到
投资仲裁庭如何协调东道国在两个体系下的义务，取决于仲裁庭解释过程中对外部规则赋予的权
重。瑑瑢 其二，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协调投资义务与人权义务冲突于投资仲裁庭而言，意味着其需要
考虑的外部规则是国际人权规则，这与待解释投资条约的主题不具有相似性，甚至完全不相同。瑑瑣
在这种情形下，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是为了处理与条约整体内容相关的权利义务冲突的解释问
题，而不是对特定术语含义进行解释。瑑瑤 这就要求投资仲裁庭具备扎实的国际人权法知识和通盘考
虑国际人权规则的能力，才能妥善处理东道国在两个体系中的义务冲突，实现两个体系的价值平
衡。然而，由于仲裁庭通常由投资专家或商事仲裁员组成，他们对于国际公法层面的人权专业知识
了解毕竟有限瑑瑥，协调解释难免会增加仲裁庭负担。此外，这种适用方式很可能引发向“其他国际法
规则”过度扩张的疑虑，从而加剧仲裁庭的正当性危机。瑑瑦 这也正是仲裁庭回避协调解释东道国投
资义务与人权义务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无论是基于投资仲裁实践的考察抑或理论层面的分析，VCLT 第 31． 3c 条协调解释义
务冲突的功能难以实现保护东道国人权的效果。正因如此，在随后的投资仲裁案件中，东道国另觅
他途，寻求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保护本国居民人权的新路径。
三、澄清解释: 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限定投资者待遇范围
与协调解释相比，VCLT 第 31． 3c 条一个更为基本的职能是参照其他国际法规则界定待解释条
约中尚不明晰的术语或条款含义，本文称之为“澄清解释”瑑瑧。由于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对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的协调解释功能抱有较高期待，忽视了其蕴含的澄清解释之基本功能及其在投资仲裁中
保护东道国人权之可能。在 2016 年裁决的 Philip Morris v． Uruguay 案中，东道国积极利用 VCLT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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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no Simma，Foreig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 Place for Human Ｒights，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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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TO 的 US-Shrimp 案中，上诉机构即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引入一般国际法原则澄清解释 GATT 1994 第
20 条的含义，Appellate Body Ｒeport，United States—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WT/DS58 /
AB /Ｒ，1998，para． 158，footnote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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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c 条的澄清解释功能进行抗辩，获得投资仲裁庭的支持，成功实现了对东道国居民公共健康权
的保护。该案被视为投资仲裁中东道国人权保护问题的转折点瑑瑨，为未来在投资仲裁中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成功保护东道国人权提供了“教科书级别”的示范。下文以此为例进行分析。
( 一) 澄清解释投资者待遇标准之仲裁实践
Philip Morris v． Uruguay 案的核心争端其实是投资者财产权与东道国居民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冲
突。与先前阿根廷系列案件中东道国直接要求投资仲裁庭协调解释其所负有的人权义务和投资保
护义务，并主张其负有的人权义务高于投资条约义务有所不同; 在 Philip Morris v． Uruguay 案中，乌
拉圭将其负有的人权保护义务与国家的规制措施相关联，在抗辩中通过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的澄
清解释功能，厘定投资条约中特定术语和条款的内涵，强调自身规制行为的正当性，间接实现对东
道国居民的人权保护目标。
具言之，Philip Morris v． Uruguay 案的涉案条约是 1988 年瑞士和乌拉圭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
( 以下简称瑞乌 BIT) 。作为投资自由化时期的产物，该条约为投资者提供了宽泛的实体保护，尤其
体现为间接征收和 FET 等条款笼统且不加限制的规定。例如瑞乌 BIT 第 5． 1 条的征收条款，不仅没
有提供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也没有就东道国正当行使规制权作出例外规定。瑑瑩 据此，投资者指控
乌拉圭的规制措施构成间接征收，违反了瑞乌 BIT 第 5． 1 条的规定。乌拉圭抗辩称，其所采取的规
制措施是东道国为保护公共健康而合法行使的“警察权”( Police Power) ，不构成间接征收。根据
VCLT 第 31 条的解释规则，“警察权学说”作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必须被用于解释瑞乌 BIT 第 5 条间
接征收条款。瑒瑠 仲裁庭明确支持乌拉圭的主张，提出根据 VCLT 第 31． 3c 条，对于瑞乌 BIT 第 5 条的
解释必须考虑“包括习惯国际法在内的、适用于当事方关系的任何相关国际法规则”。仲裁庭通过
援引 1961 年《关于国家对外国人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 哈佛草案) 》、1987 年《美国对外关系法
第三次重述》、经合组织( OECD) 研究报告中的相关文本和既往的仲裁裁决( 如 Tecmed v． Mexico 案
和 Saluka v． Czech Ｒepublic 案等) 证明“警察权学说”的习惯国际法地位，继而指出东道国善意、非
歧视地行使警察权的措施不构成对投资的间接征收，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瑒瑡
与仲裁庭对“间接征收”条款的裁决思路相似，在认定东道国措施是否违反瑞乌 BIT 第 3． 2 条
的 FET 条款时，仲裁庭再次提出有必要根据 VCLT 第 31． 3c 条参考习惯国际法确定该条款的范围和
内容。结合习惯国际法的演变历程，仲裁庭确定 FET 标准包含透明度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期待、免受
胁迫与骚扰的自由、程序适当和程序正当以及善意等内容; 如果国家存在专断、严重不公平、不公正
或异常的、歧视性的、使申请方受到部门或种族性的偏见的行为，则构成对 FET 标准的违反。结合
案件事实，仲裁庭认为乌拉圭的规制措施出于对国内公共健康关切，是善意的、非歧视的，不是专断
且严重不公正的，没有剥夺投资者的合理期待，不构成对 FET 待遇的违反。瑒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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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ca Feria-Tinta，Like Oil and Water? Human Ｒights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n the Wake of Philip Morris v．
Urugua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Vol． 34，No． 4，2017，p. 615．
BIT Uruguay—Switzerland 1988，Art． 5． 1．
Philip Morris Brands Sàrl，Philip Morris Products S． A． and Abal Hermanos S． A． v． Oriental Ｒepublic of Uruguay，
ICSID Case No． AＲB /10 /7，Award ( 2016) ，paras． 21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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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paras． 316—324，327—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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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澄清解释投资者待遇标准保护东道国人权之现实可能
Philip Morris v． Uruguay 案仲裁庭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澄清解释投资者待遇标准的内涵和范
围以及正当化东道国规制措施，主要依赖于该条澄清条约术语或条款含义的功能———当条约术语
或条款的含义具有不确定性时，解释者需要考虑外部国际法规则来阐释术语或条款的含义。瑒瑣 东道
国在人权抗辩中，相较于重视 VCLT 第 31． 3c 条的协调解释而言，常常忽视适用条款的澄清解释功
能及其间接保护东道国人权的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引入的澄清解释“工具”通常为“一般国际法”( 即习惯国
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 。参考“一般国际法”，尤其是习惯国际法规则，对于解释投资条约而言大有
裨益甚至不可或缺，因为投资条约中包含的许多标准都是对习惯国际法中长期存在的标准和原则
的常规编纂，或者至少非常类似于习惯国际法中长期存在的标准和原则，征收条款和 FET 条款即为
此例。瑒瑤 多个案件的仲裁庭也一再肯定习惯国际法是 VCLT 第 31． 3c 条中“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应
有之义。瑒瑥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参照一般国际法解释投资条约，可能是一种阻碍投
资条约与时俱进的“倒退解释”，因为习惯法中的概念源自早期的、未充分发展的法律制度，以之解
释投资条约是对投资条约当前发展的一种减缓甚至逆转。瑒瑦 本文以为并非如此。一方面，习惯国际
法本身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例如在 Philip Morris v． Uruguay 案中，仲裁庭在参考习惯国际法解释 FET
条款时就强调，不能忽视既有投资条约对于习惯国际法演进的影响，并据此对 FET 条款作出符合时
代发展的界定。瑒瑧 另一方面，当前国际投资法体系中的 3000 多个投资条约大部分都是新自由主义
时期的遗留产物，有必要借助与时俱进的习惯国际法或一般法律原则对其中模糊且宽泛的实体待
遇标准进行澄清解释，限定投资保护的范围。对于投资条约改革背景下缔结的新一代条约而言，若
其已经对投资待遇条款作出审慎的限制性界定，为东道国正当规制措施的行使提供了适当空间，就
无需借助一般国际法规则进行澄清解释。
仲裁庭对于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引入一般国际法澄清解释投资条约中的术语或条款的态度
较为积极。瑒瑨 例如在 Saluka v． Argentina 案中，仲裁庭主动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引入习惯国际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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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警察权”解释征收条款中的“剥夺”( deprivation) 一词的含义。瑒瑩 在 SD Myers v． Canada 案中，仲
裁庭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起草者打算让仲裁庭考虑国际法原则来确定适合案件案情的赔
偿标准。瑓瑠 仲裁庭乐于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澄清解释投资条约中具体条款或术语含义的原因在
于，当投资条约体系难以“自足”时，VCLT 第 31． 3c 条为其打开了通向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大门”。
例如，有时适用 VCLT 第 31． 1 条“文本解释”的结果可能仅为“同义词替换”瑓瑡，而适用第 31． 3c 条引
入更为成熟的外部规则，可以增强对相关条款理解的广度与深度，为定分止争提供思路; 更为重要
的是，与协调解释义务冲突相比，澄清解释特定术语和条款处于仲裁庭的专业能力范围之内，不会
增加其解释负担。
有鉴于此，本文以为东道国可以将人权保护诉求与国家的规制措施相连，再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引入相关的一般国际法( 例如危急情形、警察权学说、比例原则、善意原则、裁量余地原则等) 限定
投资保护标准的范围，正当化国家的规制措施，间接实现对东道国人权的保护。当然，上述论证仅
仅证明投资仲裁庭乐于接受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的澄清解释功能，并不意味着适用结果一定会满
足东道国的诉求，具体结果仍取决于案件事实和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本文以为，在国际投资
法体系改革的背景下，仲裁庭很有可能给予东道国规制权较多考量，有助于东道国人权利益的实现。
四、补缺解释: 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确定投资者人权义务
继澄清解释之后，东道国在仲裁实践中进一步大胆探索 VCLT 第 31． 3c 条补缺解释功能保护国
内人权利益的可能性。所谓“补缺解释”是指，“如果所涉问题属于条约的整体方案，但条约条款并
没有涵盖或没有完全涵盖这一问题，则可以通过 VCLT 第 31． 3c 条引入相关规则进行解释。”瑓瑢在新
近裁决的 Urbaser v． Argentina 案中，东道国虽未明确提出，但事实上意图利用 VCLT 第 31． 3c 条的
补缺解释功能，引入外部国际人权规则，填补投资条约中未作规定的“投资者人权义务”，即不侵犯
东道国人权的消极义务，对投资者提起反请求。虽然仲裁庭最终驳回东道国的反请求，但是仲裁庭
在推理过程中对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补缺解释功能呈现出的积极态度，为未来通过 VCLT 第 31．
3c 条保护东道国人权提供了新思路。
( 一) 补缺解释投资者人权义务之首次实践
Urbaser v． Argentina 案是投资仲裁庭处理的第一起与人权诉求相关的反请求案件。在本案中，
西班牙投资者 Urbaser 与阿根廷政府就供水与污水处理服务特许权合同的履行和终止产生了纠纷。
投资者向 ICSID 指控东道国的行为违反了西班牙—阿根廷 BIT 中的 FET、征收与补偿和非歧视等条
款。东道国在抗辩的同时，以投资者未履行承诺的投资使其国内居民水权遭受损害为由，向投资者
瑒瑩
瑓瑠
瑓瑡
瑓瑢
Saluka Investments B． V． v． The Czech Ｒepublic，UNCITＲAL，Partial Award ( 2006) ，paras． 261—262．
S． D． Myers，Inc． v． Government of Canada，UNCITＲAL，Partial Award ( 2000) ，para． 309．
Campbell McLachlan，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Vol． 57，2008，p. 371．
Ｒichard Gardiner，Treaty Interpretation，2nd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 299． 欧洲人权法院在 Golder v．
United Kingdom 案的裁决中即援用这一功能，参照“公认”的法律原则，补缺解释《欧洲人权公约》中未规定的“保障诉
诸法院的权利”。Golder v． United Kingdom，ECHＲ No 4451 /70，Judgment，1975，para．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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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反请求。瑓瑣 仲裁庭裁定其对东道国反请求享有管辖权。瑓瑤
在反请求实体审理阶段，争端当事方的争论焦点以及仲裁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本案中
投资者是否负有向东道国居民提供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义务。东道国分别以国内法和国际法为
依据，论证投资者负有且违反了保障东道国居民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义务。与 VCLT 第 31． 3c 条
适用相关的主要是投资者人权义务的国际法依据，故此处不对国内法下投资者义务予以分析。在
国际法层面，东道国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但事实上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引入国际人权文件，包括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1966 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6 年修订的《关于多边企业
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以及《跨国公司行为守则草案》，论证投资者也是国际人权法下的义务
主体。接着，东道国根据 Kliksberg 的观点进一步主张，居民获得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作为一项基本
人权是跨国企业需要负担的人权义务中的一部分，并以 2010 年联合国大会第 64 /292 号决议和《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5 号一般性意见》等文件支撑这一论点。据此，东道国要求投资者对
其未投资行为造成的人权损害赔偿 1． 91 亿美元。瑓瑥
由于涉案的 BIT 中并不存在投资者义务的规定，因此仲裁庭主动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考察其
他国际法规则是否为投资者人权义务提供国际法依据。
首先，仲裁庭在考察反请求实体审理中可适用的准据法时就强调，对于 BIT 的解释需要考虑外
部国际法规则。瑓瑦
其次，仲裁庭从如下三个方面论证投资者( 或跨国企业) 可以成为国际人权法下的义务主体: 一
是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理论，投资条约本身既然赋予投资者权利，同时意味着投资者需要受到国际法
义务的约束。瑓瑧 二是企业社会责任是一项为国际社会承认且至关重要的国际法标准，该标准包括跨
国企业在其所在国或注册国以外的国家开展业务时作出的遵守人权承诺，因此不能再认为跨国企
业不构成国际法上的主体。三是根据国际人权文件规定，任何公共和私人主体不得参与损害人权
活动的义务构成对基本人权的补充。例如，虽然《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以及《关于多边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中多为向个人赋权之条款，但是与此同时上述文
件也要求，必须确保任何其他个人或实体( 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 都不得无视这种权利。正如
《世界人权宣言》第 30 条所述，“本《宣言》中的任何内容不得被解释为任何国家、团体或个人有权从
事任何旨在破坏本《宣言》所载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
再次，仲裁庭主动提出，“在解释投资条约时，必须根据 VCLT 第 31． 3c 条规定考虑到‘适用于双
方关系的任何相关国际法规则’，BIT 不能在真空中解释和适用，……BIT 必须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相
一致，包括与人权有关的规则。”与 VCLT 第 31． 3c 条系统解释思路相似，西班牙—阿根廷 BIT 第
10. 5 条中提出，仲裁庭根据 BIT 作出裁决时，可酌情参照“双方之间缔结的其他条约”和“国际法的
一般原则”两个国际法渊源。此外，《华盛顿公约》第 42． 1 条中也作出类似的规定，即“在未就适用
法律规则的选择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仲裁庭应适用东道国的法律，以及可能适用的国际法规则”。
瑓瑣
瑓瑤
瑓瑥
瑓瑦
瑓瑧
Urbaser S． A． and Consorcio de Aguas Bilbao Bizkaia，Bilbao Biskaia Ur Partzuergoa v． The Argentine Ｒepublic，
ICSID Case No． AＲB /07 /26，Award ( 2016) ，para． 1137．
Id． ，paras． 1151—1155．
Id． ，paras． 1156—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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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规范为从外部国际法规则中确定投资者人权义务提供了法律依据。
最后，仲裁庭再次援引 VCLT 第 31． 3c 条，利用其中的“相关性”要求考察可适用的外部国际法
规则。仲裁庭指出，虽然根据西班牙—阿根廷 BIT 第 10． 5 条和《华盛顿公约》第 42． 1 条可以确定其
他国际法规则的可能来源包括国际条约、一般法律原则等，但是仍然需要考察这些国际法规则与本
案的相关性。即这些规则中是否规定了“投资者负有为东道国居民提供水和卫生措施，实现其基本
人权的相应义务”。经过审查，仲裁庭否定了相关国际规则的存在: 一方面，东道国虽然主张申请方
未对饮用水和污水处理服务投资的行为违反了适用于跨国企业的国际人权义务，但是其并没有提
供相应的国际法依据，其诉求的依据仅为特许权合同; 另一方面，根据国际法规定，只有东道国有义
务向在其管辖下的所有人提供安全和清洁的饮用水和污水处理服务，西班牙—阿根廷 BIT 中的任何
条款都不会产生将这项义务延伸或转移给投资者的效果。仲裁庭据此裁定，根据相关国际法规则，
投资者并不负有与本案诉求相关的国际人权义务，这也构成仲裁庭驳回东道国人权反请求的理由
之一。瑓瑨
( 二) 补缺解释投资者人权义务之未来潜能
对于投资仲裁中东道国反请求而言，投资者义务是提起反请求的重要依据，如果缺少这一义
务，反请求就丧失了成立的基础。瑓瑩 Urbaser v． Argentina 案的裁决过程表明，在西班牙—阿根廷 BIT
中不包含投资者人权义务条款的情况下，仲裁庭愿意根据 VCLT 第 31． 3c 条考虑外部国际法规则，
试图补缺解释投资者所负有的人权义务。虽然仲裁庭最终裁定，因投资者在国际法下不负有供水
义务，所以“其他国际法规则”与本案不具有相关性; 但是在东道国引导下，仲裁庭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引入外部规则补缺解释投资者义务的思路是具有创新性的，这无疑为未来投资仲裁中保护东
道国人权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在东道国人权反请求阶段，补缺解释成功的关键在于两个要素: 一是确定补缺解释的基本对
象———“投资者人权义务”属于投资条约的整体方案。二是确定可以补缺解释投资者人权义务的外
部规则。就前一个要素而言，虽然以投资保护为目的的投资条约中通常不包含投资者义务或投资
者责任的规定瑔瑠; 但是在 Urbaser v． Argentina 案中，仲裁庭不仅承认投资者负有国际法下的义务，而
且指出“投资条约接受投资者需要受到国际法义务约束这一观点”瑔瑡，这表明仲裁庭愿意将“投资者
义务”( 其中包含投资者人权义务) 视为投资条约整体方案中的一部分，并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引
入外部人权规则对之进行补缺解释。值得注意的是，Urbaser v． Argentina 案仲裁庭在裁决中用较大
篇幅论证投资者可以作为国际人权法下的义务主体，承担国际人权义务。这表明仲裁庭不仅不排
斥甚至积极接受投资者负有国际人权义务，这明显不同于仲裁庭在协调解释东道国人权义务时采
取的回避态度。Urbaser v． Argentina 案是仲裁庭首次公开承认并论证投资者可以作为国际法下的
义务主体，本文以为这并不是个案，而是一个开端。由于仲裁员大多源于小群体，他们在遇到类似
瑓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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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时可能会模仿彼此的态度，这也被称为“习得性行为”( learnt behaviour) 。瑔瑢 例如，仲裁庭在新
近裁决的 David Aven v． Costa Ｒica 案反请求阶段明确赞同 Urbaser v． Argentina 案仲裁庭的观点，同
样主张投资者可以成为国际法下的义务主体。瑔瑣 有鉴于此，本文以为，承认投资者人权义务属于投
资条约的整体方案，有望成为投资仲裁庭的普遍共识。
论及第二个要素，即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补缺解释投资者人权义务可援引的外部规则，除了
Urbaser v． Argentina 案中提到的国际人权条约之外，还包括大量的软法规范。既有国际人权条约下
的义务主体主要还是国家，只能从个别条文中推断出投资者等非国家行为体负有不侵犯人权的消
极义务。虽然未来当投资者违反其负有的消极人权义务时，东道国很有可能据此成功提出人权反
请求，但是不得不承认国际人权条约在补缺解释投资者人权义务方面具有较大的局限性，Urbaser v．
Argentina 案的裁决结果即是以为例。与之相比，当前存在很多专门规制投资者人权责任的软法性
规范，例如《工商业与人权: 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 以下简称《指导原
则》) 、OECD《跨国企业准则》《赤道原则》等，对投资者的人权责任作出较为详实的规定，可以为仲
裁庭补缺解释投资者人权义务提供较多指引。
然而，既有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争端解决实践中，通常将 VCLT 第 31． 3c 条中的“国际法规则”理
解为具有约束力的条约、习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瑔瑤 这意味着，很难在仲裁实践中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引入不具有约束力的跨国企业人权责任规范，补缺解释投资条约中投资者的人权义务或
责任。但是本文以为，通过对 VCLT 第 31． 3c 条进行演进解释和文本分析，可为软法规范的纳入提
供出路。一方面，VCLT 第 31． 3c 条的演进解释可以使软法规范的引入成为可能。目前，软法规范开
始在全球人权治理这一具有主权敏感性的地带发挥出愈发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对其的重视程度
也在不断提高。然而，当前对于第 31． 3c 条中“国际法规则”的理解仍基于 2006 年国际法委员会出
具的报告，彼时关于跨国企业人权责任问题尚未达成共识。随着 2011 年联合国大会对《指导原则》
这一软法性文件的通过，表明跨国企业尊重人权的责任已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考虑到当前
软法规范在规制跨国企业人权责任中的重要性，有必要对 VCLT 第 31． 3c 条中的“国际法规则”作出
与时俱进的演进解释，将软法规范纳入其中。
另一方面，VCLT 第 31． 3c 条的宽泛规定也为仲裁庭考虑软法规范提供了空间。第 31． 3c 条
中使用“适用”一词作为国际法规则的限定语，而不是“有效”或“约束”。从文本分析层面看，“适
用”比“有效”或“约束”更具灵活性。据此，如果待解释条约的当事方“至少默示接受或容忍”一
项规则，无论该规则是否对当事方具有约束力，都可以根据第 31． 3c 条予以考虑。瑔瑥 这可以为东
道国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引入相关软法规范，补缺解释投资者人权义务或责任提供更多的法律
依据。
此外，在规范层面更加值得期待的是，虽然当前并不存在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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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直接承担国际人权义务瑔瑦，但是国际社会正致力于将跨国企业人权责任的软性规定( 如《指导
原则》) “硬化”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国际条约。自 2014 年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第 26 /9 号决
议，成立不限名额政府间工作组，组织有关国家谈判拟订“从国际人权法角度规范跨国公司及其他
跨国商业活动的有法律拘束力的文书”。经过前期会议和 2018 年以来的一系列非正式公开磋商，
目前工作组已经公布了一份法律文书( “零案文”) ，以期为未来进一步谈判奠定基础。瑔瑧 跨国企业
人权责任的“硬化”发展将为东道国就投资者人权义务提出反请求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
由上可见，本文以为，未来 VCLT 第 31． 3c 条可以在反请求阶段补缺解释投资者人权义务或人
权责任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对东道国人权利益的保护。
五、结 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研究既有投资仲裁案例，总结出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系统整合功能保护
东道国人权的三条进路: 协调解释东道国义务冲突、澄清解释投资待遇标准、补缺解释投资者人权
义务。研究表明，后两种进路更有可能实现对东道国人权的保护。因此，东道国在未来的投资仲裁
实践中的抗辩阶段，可以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澄清解释投资待遇标准，正当化东道国的规制措施，
间接实现对东道国人权的保护; 也可以在反请求中，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补缺解释投资者人权义
务，更为主动地维护本国居民的人权利益。
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在探索上述三条进路的发展中发现，东道国对于适用 VCLT 第 31． 3c 条
维护国内居民人权的态度发生了较大转变: 从最初仅在抗辩中消极援引国家的人权义务，到在抗辩
中积极主张东道国享有维护国内人权利益之规制权，再到反请求中强势要求投资者承担人权义务。
从表面上看，东道国的上述转变反映出东道国作为被申请方，不断积累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应诉策
略和适用法律能力上的进步。实际上，东道国之所以能够在投资仲裁中的人权保护问题上越来越
主动，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投资法体系的变革和国际人权法的发展。2008 年金融危机
之前，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国际投资法体系仅单方面强调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在这一时期，
东道国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处于“被压制”的地位，虽然东道国不愿意承认自身负有人权义务瑔瑨，但是
在面对“诉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选择以人权义务作为抗辩理由。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
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理念的衰落，国际投资法开始关注东道国的规制空间，寻求在东道国规制权与
投资者利益之间实现平衡。在这一时期，投资条约开始赋予东道国一定的规制权，仲裁庭也开始有
意为东道国预留适当的规制空间，因此东道国才能够以享有维护国内人权利益之规制权为由，进行
积极抗辩。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要求投资者承担与投资权利对等之义务或责任的呼声高涨，规
制跨国企业人权责任的规范体系也日臻成熟，这也为东道国在投资仲裁体系中提起反请求程序，要
瑔瑦
瑔瑧
瑔瑨
Eric De Brabandere，Human Ｒights Consideration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Grotius Centre Working
Paper，2013 /001-IEL，p. 6．
Fourth Session of the Open-ended Intergovernmental Working Group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with Ｒespect to Human Ｒights， at https: / /www． ohchr． org /EN /HＲBodies /HＲC /WGTransCorp /
Session4 /Pages /Session4． aspx． ，Feb． 13，2019．
Vivian Kube，Ernst-Ulrich Petersmann，Human Ｒights Law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Vol． 11，2016，p. 80．
42 国际经济法学刊 2019 年第 3 期
求投资者承担相应的人权义务或人权责任增添了“砝码”。有鉴于此，本文以为，未来在投资仲裁
中，系统解释路径能够在东道国人权保护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也意味着要求投资者负担更多的
人权义务或人权责任。中国作为“双重身份”大国，在积极利用 VCLT 第 31． 3c 条的同时，也要警惕
这一条款，可能会对中国海外投资者造成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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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tomy of Systemic Interpretation Approaches to Protect Human
Ｒights of Host Stat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Zhang Jinji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collision between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of host stat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ense．Given the systemic integration function of VCLT Article 31．3c，it is widely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tool to resolve the conflicts between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of host state．
The existing investment arbitrations reveal three approaches to apply Article 31．3c: the harmonious interpretation of
conflicts of the host state’s diverging obligations，the clarifying interpretation of investment treatment standards and
the gap-filling interpretation of investors’human rights obligations．The latter two are more likely to realize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of host state．Thus，in the defense of future investment arbitration，the host state can invoke Article
31．3c to clarify the investment treatment standards to justify the host state’s regulatory measures，which could protect
human rights of host state indirectly．In counterclaims，the host state may also invoke Article 31．3c to fill the gaps of
the investors’human rights obligations，which could safeguard its human rights interests in a proactive way．
Key words: VCLT Article 31．3c; Human Ｒights Protection of Host State; Harmonious Interpretation; Clarifying
Interpretation; Gap-filling Interpretation
